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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克斯密特叙事实体理论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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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安克斯密特在《叙事的逻辑》一书中提出了叙事实体理论，它由历史陈述
组成，本身却包含了超出所有历史陈述的观点。安克斯密特认为，过去是混沌的一片，本
身没有意义，历史学家按照一定的逻辑将支离破碎的历史残片组织起来，构建出叙事实

体，从而使过去得到合理性说明，为人们所理解。叙事实体这一作用的发挥主要通过三个
基本形式: 首先，它提供了一个观察过去的视角，不同的角度使读者看到历史的不同面相;

其次，它是认知过去的一个手段，采用隐喻的方法，通过已知来认识未知，体现了西方认识

论传统; 最后，它是关于过去的一个解释，是探寻真理的漫长道路上的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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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安克斯密特( Franklin Rudolf Ankersmit，1945—) 是当代最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之一。他
在 1983 年出版的第一本理论专著《叙事的逻辑》中，提出了叙事实体( the narrative substance，简称
为 Ns) 。叙事实体就是历史叙事( historical narratio) ，它与历史阐释(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是同义
词; 它在本质上是一套陈述句，却包含着超出所有陈述总和之外的“观点”( point of view ) 。安克斯
密特对于叙事实体的全部研究可以概括为针对历史叙事的研究，它是此后安克斯密特历史哲学发

展变化的基石，对于我们理解安克斯密特本人及当代西方历史哲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从视角、
隐喻和解释三个方面对这一理论进行分析，以期深化对叙事实体理论的理解，并推动对安克斯密特

史学思想的研究。

一、叙事实体是观察过去的一个视角

在一般人看来，历史就是故事，是历史学家叙述的有关过去的故事。果真可以这样理解的话，
那么每个历史故事都是一个历史叙事，而构成该故事的每个事实就是一个历史陈述。即，历史叙事
由历史陈述构成，这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但是安克斯密特在此之后又提出: “从逻辑上说，叙事
性解释具有( 从某种角度来看待过去) 的提议( proposal) 的性质。提议可能有用，有益，也可能不是
这样，然而，它不会或者是真的，或者是假的; 历史叙事也可以作如是观。”①叙事实体是安克斯密特
在《叙事的逻辑》一书中提出的核心概念，用以承载他在其中所提出的叙事实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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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克斯密特认为叙事实体是由一个历史叙事中的所有陈述构成的，它们共同展现了一个审视

过去的独特视角，但是，由这些陈述构成的叙事实体不能简化为陈述的总和，它包含了更多的东西，

“叙事实体确实是大于单纯陈述之和的‘某物’”①。这个多出来的“东西”，就是“视角”，或曰“观
点”( a point of view) 。这里所说的历史陈述其实就是单个的历史事实。比如公元前 201 年，秦始皇
在出巡途中病死沙丘; 又如，1907 年，列宁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个例子在形式
上都是陈述句，本身不包含任何倾向性意见，只是陈述了一个中性的历史事实，仅此而已。中外学
者，不论其立场如何，均可以把它们当成历史编纂的基本数据，自由使用，以构建各具特色的历史叙

事。关于此点，何兆武先生的论述有助于我们的理解，他说: “历史的意义是从整个历史构图之中
获得的。荆轲没有刺死秦王嬴政、布鲁塔斯刺死了恺撒，都只不过是数据。数据只有在被纳入一个
思想结构之中才能有意义; 意义是被思想结构所赋予的。单纯数据，无论多么多，都不可能有意
义。”②而叙事一旦完成，就会带有作者思想的烙印，表达作者意图呈现的“观点”，这种“观点”却是
单个的、或者全部的历史陈述总和所不具备的。这是区别历史陈述与历史叙事的关键所在: 历史陈
述有其对应的具体所指，历史叙事表达了作者的某个观点③。

叙事实体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工具。安克斯密特说: “叙事是一种工具———就此而论是一
个相当有效的工具———能够使得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具有意义。或许没有人比弗洛伊德对此更有认
识，他表明，我们的心理机制在我们如何给自己讲述我们生活的故事之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而
且，你趋向于某种类型的故事，甚至可以决定你过去所碰上的事情是否会将你变成神经质或者精神

病的人格。叙事让你把握实在———尽管那并不见得能够确保你幸福———它使得你可以将作为你生
活故事中种种要素的诸多细节组织起来。”④在安克斯密特看来，过去是混乱的，本身并没有任何意
义，历史学家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写作将这些材料组织起来，通过对单个历史陈述的拣选和编排，建

构一幅有关过去实在某个面相的历史图景，其中所蕴含的融贯性和统一性，是各个单称陈述的总和

所无法比拟的，它从某个视角将过去混沌一片的材料统摄起来，使之具有联系和逻辑，从而能够对

过去作出某种解释和说明，过去也因而具有了意义和价值。同时，叙事实体也给我们一个解读过去
的切入点，使我们领会其中的意义，这种意义和价值就是超越材料之外的东西，就是安克斯密特所

谓的“视角”，因为读者正是通过历史学家的视角，才形成了对过去的认识和观点。

安克斯密特将一个历史叙事的构建与描绘一幅图画相比，图画中对于线条和色彩的选择和安

排就是在传递某种观点，不同的组合描述了不同的地貌，给观者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印象，那种放眼

望去的第一观感，就是地图所要表达的观点。“历史叙事能够被比作是一幅地图( 虽然这一比喻有
点冒险) : 审视过去的独特视角的所有特征一下子展现在我们面前，仿佛是一幅地图，又好像是对

风景的全景式鸟瞰，将地表的独特一面尽收眼底。”⑤在这一点上，安克斯密特与赫伊津哈一脉相
承。赫伊津哈认为，历史是一种诠释过去之事件对于今天之我们的意义的科学，其立足点在今天，

必须以满足今天之我们的需要为准绳去审核、组建有意义的历史事实，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史料，毫
无批判地将其汇编为毫无意义、或不利于我们自身利益的历史。赫伊津哈曾经将历史叙事比作是
一束花———花束因排列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特征，就好像是由不同的花朵组成的另一束花一样; 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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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叙事。他说: “有意思的不是单称陈述与全称陈述之间的分别，而是全称陈述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差别。”参看 Frank Ankersmit，
“Six Theses on 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y”，p． 34。

埃娃·多曼斯卡编: 《邂逅: 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3 － 94 页。
Frank Ankersmit，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p． 206．



际上，花还是那些花，线条也还是那些线条，色彩也还是那些色彩。同样的道理，史料是不变的，关
键在于今天历史学家对它们的解读; 不同的关照使其呈现出不同的排列，表现出不同的意义。从这
个意义来说，视角就显现了其重要性。到底“观点”是什么呢? 安克斯密特没有对此作出进一步的
解释，而是借用隐喻加以说明。

二、叙事实体是认知过去的一个隐喻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界定，隐喻是不同事物之间的对比，是一种修饰性的语言使用现象。它是一
种普遍现象，人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大量的隐喻。甚至可以说，我们就生活在一个隐喻的世界里。

根据英国修辞学家理查兹( I． A． Richards) 的研究，“我们日常会话中几乎每三句话中就可能出现
一个隐喻”①。另外，莱考夫和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指出，“我们发现隐喻渗透
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不仅是我们的语言，还包括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我们借以思考和行动的日
常概念系统，在本质上就是建基于隐喻之上的”②。他们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从本质
上来说，隐喻更其是一种认知现象。隐喻性思维是我们认识世界、创建概念系统的一条必由之路。
我们赋予黑暗的过去以意义的观点正是历史学家通过叙事构建的一个个隐喻照亮的。

隐喻是一种认知现象。它可以帮助我们通过其他事物来认识某些事物的特征，可以使我们的
语言更为简洁、形象和生动。隐喻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可以反映甚至加强交往者之间的关系。一
般来说，不同的隐喻具有不同的功能，它们可以激起意象，可以加强认知，也可以创造氛围等等，但

是大多数隐喻同时发挥着多重功能③。安克斯密特认为隐喻与叙事一样，兼有双重功能，“( 1 ) 描述
过去; 以及( 2 ) 将对于过去的某个具体的叙事性解释进行界定或个别化”④。在一个历史叙事中，我
们通过描述过去从而构建了一副关于过去的图画; 在描绘的同时对过去进行个别化。因此，“在通
常情况下，描述与个别化( description and individuation) 这两种分开使用的语言用法，融合为历史叙
事”⑤。它不仅描述对象，而且将其“拟人化”，推荐给我们一个观察的途径，引导我们通过比较熟悉
的系统去认识我们所不熟悉的系统，使我们在词语真正的意义上去把握实在。而这个途径，正是历
史学家看待和认识研究对象的方式，通过隐喻将这一方式推荐给了读者，从而影响了读者对历史人

物和事件的理解与判断。以“希特勒是一匹狼”为例，这个陈述中包含着描述的因素，因此它可以
被判断为真或者为假。它所表达的部分含义是希特勒是一位残忍的暴君，他的行为与那些凶残的
恶狼如出一辙。这并不是一个十分精准的类比，借用这一表述只是要说明隐喻性陈述将某种东西
植入“希特勒”这个历史人物名称之下，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判定这一陈述的正误。如果
历史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希特勒的行为完全出自于仁慈和爱心，而不是残暴无道，那么关于“希
特勒是一匹狼”的表述就是错误的; 否则，它所表达的就是希特勒是一个贪婪、残酷和泯灭人性的
政治动物，像狼一样，这是对希特勒的某种界定，是对其所作所为抽象之后的个别化，我们对希特勒

也有了更为直接和深刻的认识。至此，隐喻的两个功能也得到了说明。

安克斯密特进一步分析了历史叙事与隐喻之间的关系，他提出: “隐喻表明的是隐喻性话语以
别的东西来谈及的是什么( 比如，“约翰是头猪”) ; 类似的是，历史叙事以并非过去的东西( 也即，某
个叙事性解释) 来表明过去”⑥。通过这一极其通俗的隐喻，安克斯密特想要告诉我们，历史叙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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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都是通过某种语言机制来赋予它们所研究的对象以某种观点的。它们的根本特点在于，两者
都不是描述，而是某种提议; 而且这些提议不可能根据当前的经验被判别为真或假，因为从逻辑上

看，“历史叙事是一个持存的隐喻”①; 而隐喻已经超出了正误是非的层面，它是我们看待事物的一
个视角，一个观点，就好像我们经常读到的苏轼在西林寺墙壁上所题的诗一样，“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我们通过隐喻所涉及的只是事物的一个面相，不可以说横着的山岭就是庐山，

而侧面看到的山峰不是庐山，这不是对与错可以品评的。下面以“约翰是头猪”为例剖析隐喻的深
层含义。

第一，猪和约翰表面看起来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但是，隐喻的成立必须建立在相似的基础之上。

那么，为何在安克斯密特的眼里“约翰是头猪”呢? 显然，其中隐含深意。这是一个典型的隐喻，猪
与约翰互不统属，安克斯密特以并非属于约翰的猪，这个句子是以并非约翰的猪来表明约翰。根据
上面隐喻的定义———将一个词从其本义转为一般不能换用但却相似的另一个词，强调其相似性。

很明显，约翰和猪之间没有直接的相似点，那么，两者可能具有某种相似的属性，比如，肥胖，贪食，

或者懒惰等等。恰如伯克所言，“隐喻是一种用其他事物来认知世界的装置。……并且，从 B 的角
度来考虑 A，当然是把 B 当作观察 A 的一个视角”②。这里安克斯密特借用了猪的某些广为人知的
属性来来描述约翰，使读者立即对约翰的特征有了清晰的了解。

第二，我们在如此便利使用隐喻的时候，应该明白隐喻内部所包含的问题，即，范畴错置

( category mistake) 。从逻辑的角度来看，隐喻中涉及的两个主词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类别，因而将
它们用系动词( 通常是 be) 联结起来，这样实际上构成了一种逻辑错误。因为我们心里非常清楚，

即使约翰具备了猪的某些属性，他也是约翰，而不是猪，两者之间并不能完全划等号。所以“约翰
是头猪”应该转换成“约翰像头猪”，这样更合理。同样的道理，在安克斯密特的论述中，历史已经
过去，遥不可及，历史叙事就以并非过去的东西———叙事性解释———来表明过去。叙事性解释是历
史学家根据过去构建的，而且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它与过去有着某一方面或者某些方面的关联性、

相似性，我们往往是通过这种叙事性解释来了解和认知过去的。由此类推，退一步讲，哪怕叙事性
解释具有了过去的所有特征，它也只能是某个叙事性解释，不可能是真正的过去，我们只是通过这

个隐喻更直观、更生动地了解了过去，这一点是必须明确的。

第三，以上推论是建立在叙事实在论的基础之上的。叙事实在论者认为，历史叙事往往与其所
描述的过去实在相对应。其实情形并不完全如此。约翰和猪起码都是真正的存在，过去和叙事性
解释就不能肯定其真实存在了。安克斯密特是叙事观念论者，他认为，“在历史编纂学中，不存在
作为叙事基础的过去，也不存在支撑历史叙事的翻译规则。”③在叙事观念论者看来，历史书写中的
过去是不存在的，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还能够在历史编纂学中使用隐喻吗? 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如

果目标愈是抽象的事物，这更能够显示出隐喻的认知功能，就是抽象的、模糊的变成具体的、清晰
的。这样一来，就防止了叙事性解释成为叙事实在论的某个变种，在历史学中使用隐喻的同时顽强
地坚守了叙事观念论的立场。

综上所述，在安克斯密特看来，“隐喻远远不是一种语言的修饰或者尝试着用字面语言表达
的、潜在的东西。如果将隐喻的维度从语言中消除，我们关于世界的看法立刻就会分解为互不联系
的、难以处理的信息碎片，隐喻综合了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至少，一旦我们丢弃了隐喻，我们由于
自己的历史意识而赋予世界的一致性和我们在现实中识别同一性的能力也将随之而去”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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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叙事实体是对于过去的一个解释

一个历史叙事，或曰叙事实体是历史学家提供的一个视角，我们借以认识过去; 同时，历史叙事

在本质上是隐喻性的，而隐喻总是引导我们根据较为熟悉的系统去看待不那么熟悉的系统，从而为

今天的我们提供了认识过去历史的工具。不论是视角或是隐喻，它们在叙事实体理论中的立足点
都是解释，是为了合理解释过去而发展或借用的工具。
单个的历史陈述与整体的历史叙事的解释层面肯定是不同的，而且即使是所有构成为该历史

叙事的历史陈述的简单相加之和也不能与该历史叙事的解释范围相吻合，而是要小得多。当用某
个视角将历史陈述组织、编排成为历史叙事的时候，它获得了构成该历史叙事的历史陈述之外的东
西，这里可以将它称之为融贯性。正是因为具有了融贯性和统一性，这些分散的、干瘪的编年记录
才获得鲜活的生命和解释效力。那么不同的历史学家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出发就会获得很多不同的
历史叙事，这些历史叙事都是对同样的编年材料的应用，它们已经超出了惯常历史研究评判优劣真

伪的范围，不是简单的认识论可以评判的。那么，我们要诉诸何种标准才能从关于或者围绕一个历
史主题的一组竞争性历史叙事中挑选出最优秀者呢?

对此，安克斯密特毫不回避，他提出了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最好的历史叙事是最具隐
喻性的历史叙事，有着最大涵盖面的历史叙事。它还是最‘冒险’或者最‘有勇气’的历史叙事。相
较而言，非叙事主义者只会青睐没有内在条理而缺乏意义的历史叙事”①。
我们可以理解，解释范围越大的历史叙事越具有解释力，当然也就更加优秀。但是，为什么说

最好的历史叙事是最具隐喻性的历史叙事呢，难道说隐喻还有程度上的差别吗? 确实如此!

其一，安克斯密特在论述一个陈述成为隐喻性陈述的必要条件时曾指出，“仅当就其整体而论
的历史叙事的( 隐喻性) 意义超出了其单个陈述的总和的( 字面) 意义之时，历史叙事才成其为历史

叙事。因此，历史叙事作为历史叙事，就是一个程度问题”②。我们之所以在历史编纂中使用隐喻
式陈述，就是因为它比单纯的字面式陈述含有更加宽广的意义，从而在勾勒历史面貌或构建历史结

构方面生来就有了一种决定性的优势，这种优势使得它能够用尽量少的语言表达尽可能多的意义。
所以对于叙事实体而言，减少叙事中的常规成分等同于扩大了它的范围。安克斯密特指出，“必须
注意的是，每当我们将历史叙事进行比较时，被比较的不是它们的‘观点’，而是它们的范围。与它
们的范围相对照，叙事的‘观点’并不具有能够使它们进行比较的共同背景”③。
其二，在安克斯密特看来，叙事实体在逻辑上就是一个隐喻。因此，隐喻所具有的程度上的差

异，就表现为该历史叙事解释范围的不同; 历史叙事的隐喻性越强，该历史叙事的解释范围就越大，

从而也就更为成功。当然，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加直接的证据，安克斯密特曾经说过，我们对一件事
情论述得越少，则其隐喻的越强。下面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根据笔者的考察，这里的“程度”
指隐喻所包含内容的丰富程度。“海登·怀特把历史叙事看作是再现世界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并在
语言学和修辞学的基础上，对叙事所采用的传达叙述者意图的手法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他发现，
决定历史解释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文本中隐喻的丰富程度。”④

其三，安克斯密特用例证说明，关于不同隐喻相对优越性的合理讨论是可能的，以此证明隐

喻具有程度上的差别。安克斯密特曾经比较过三个隐喻: ( 1 ) 地球是艘太空船; ( 2 ) 地球是个花
园; ( 3 ) 地球是间起居室。这三个隐喻每一个都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表达了地球生态系统所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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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的限度的概念，其中第二个隐喻允许甚至鼓励使用杀虫剂，第三个隐喻隐含地准许我们做任

何想做的事，只要没有妨碍我们的邻居。这些从第一个隐喻中不太可能推断出来，它将我们所
知道的关于地球的认识组织起来，唤起我们对其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的牵挂之情。这样，第一个
隐喻是三个中最成功的，因为，与其他两个相比，它把与环境有关的更多方面的因素及我们所希

望的东西整合进合乎逻辑的相互联系之中。① 通过以上论述，不难发现，其实隐喻的程度与其解
释范围是相关的。
不能否认，解释范围确实是历史叙事的一个重要特性，在某种前提下，解释范围越大，历史叙事

就越科学、越合理，也越容易被接受，但这是有条件限制的。因为在安克斯密特那里，在围绕某个历
史主题的一组竞争性历史叙事中，最好的、最充分的或曰最客观者，乃是叙述范围最大地超越了所
描述内容的叙事。历史叙事不是关于世界的解释理论，能够引起广泛的关注，它们是按照历史学家
的个人兴趣而作出的对过去的评论，而历史学家并不是对过去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感兴趣，他们仅对

某些特别的话题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有兴趣。所以说，“只有当历史叙事所包含的材料与历史学
家和读者的兴趣相吻合时，历史叙事的宽广范围才会有价值”②。即使如此，宽广的解释范围也不
是历史叙事的惟一特征，相比较而言，可理解性具有更大的价值。相对于晦涩难懂的大堆材料而
言，我们更喜欢那些被充分解释的少而精的事实。“对历史叙事而言，相关性、可理解性与解释范
围同样重要。”③

在论述了隐喻的范围及其程度后，紧接着需要讨论的是“勇气”。安克斯密特提出，最好的历
史叙事还是最“冒险”或者最“有勇气”的历史叙事。“最客观的历史叙事，即那些有着最大范围的
叙事，是最少常规、最多创见的叙事。因此，历史学家的基本任务就是创造，他们必须尽可能地避免
重复前人就某个主题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历史学家应当扩大其叙事范围的要求，理解为
对一部‘整体史’的追求，即努力撰写一部包含历史学各分支学科所发现的有关过去的知识、政治、
社会或经济所有‘层面’的历史叙事。”④成功的历史叙事不仅要求解释内容的相关度、合理性、可理
解性和解释范围的广度，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原创性，它突破了范围的考虑层面而将历史叙事提升到

更高的境界，这是需要勇气的。笔者以为，这里的“勇气”就是指大胆地突破原有的解释框架和模
式，向传统的权威挑战，构建新的解释系统。对此，安克斯密特在《历史表现》一书的导言部分作进
一步的论述，他说，“最好的历史表现是最具原创性的、最脱俗的、看起来最不像真的———但是却无
法根据现有的史实推翻它。理智上的勇气是历史写作中一切成功的前提，就像在科学中一样”⑤。
这种勇气的表现途径之一就是将熟悉的事物陌生化。在安克斯密特看来，陌生化同样推进了人们
对世界的理解。

结语

作为当代叙事主义历史哲学阵营的领军人物，安克斯密特与海登·怀特一起促成了历史哲学的
叙事主义转向，他所提出的叙事实体理论是其史学理论的基石和生长点，在他后来的理论嬗变中举

足轻重。叙事实体理论以新颖而多重的角度对历史编纂进行了诠释，重新构建了历史书写与过去
实在之间的关系，其中不乏睿智的洞见，如叙事实体在形塑过去实在过程中的创造性，它深刻揭示

了历史著作中的主观性因素。这是传统的历史学家们惟恐避之不及而刻意掩饰的，而安克斯密特
却为之高唱赞歌，并在后来的著作中专门论述。①当然也有标新立异而让多数历史学家们难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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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如叙事实体的客观实在性和超越认识论的美学评判标准等等，它们使得安克斯密特的叙事实体

理论遭到质疑，最严厉的批评者是麦卡拉。②直到今天，它也未使历史学家们真正信服。但是安克
斯密特本人却对叙事实体理论充满自信，在后来的论述中，他坚持了自己的一贯立场，在深入阐发

该理论的同时也作出了某些修正。单就叙事实体的历史解释功能而言，它无疑使我们受益良多。

① Frank Ankersmit，“In Praise of Subjectivity”，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pp． 75 － 103．

② C． Behan McCullagh，“Review”，pp． 394 － 403．

On Ankersmit's‘Narrative Substance’

Li Heng

［Abstract］Frank Ankersmit is an eminent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theoretician． He puts forward the
theory about‘narrative substance’，which is made up of individual statements but indicates more beyond．
For the historian，‘Narrative substance’is a linguistic construct by which he arranges the chaotic reality
and imposes meanings upon it． For the reader，‘narrative substance’is a perspective，through which to
perceive the past，or a metaphor，by which to know the strange，or as a tactic to interpret the past．
［Key words］Ankersmit narrative substance viewpoint metaphor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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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 Ergang and His TAIPINGTIANGUO SHIGANG

Li Xinrong

［Abstract］Luo Ergang's TAIPINGTIANGUO SHIGANG，as his first monograph，was published at
the beginning of 1937． This book won much praise from his friends in the Historiography Society and the
media． Many scholars believed that this book demonstrated Luo deviating from the new academic method
of textual criticism，and parting company with his teacher Hu Shi henceforth． In fact，Luo realized the
mistake of this book and returned to the old research way of textual criticism after Hu's harsh criticism and
getting frustrated from his work experience in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of the Academia Sinica． The
historical circle studying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at that time was still in the stage of making
textual criticism of new history materials and rebuilding specific historical facts，and denied writing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is well-timed． So the historical circle paid less attention to
the book and also disagreed with Luo's textual research method which emphasized forgery detection．
However Luo had insisted his textual research method and worked hard for more than 60 years． Finally he
became the leader in the field of Taiping History study，by applying Hu's method to studying Chinese
modern histor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hopes to get rid of the limit of hindsight and tries to experience
the truth and variet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Key words］Luo Ergang Hu Shi TAIPINGTIANGUO SHIGANG the Historiography Society

forgery detection

( 责任编辑 周文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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